
吴兴明

内容提要 意义论文论是中国当前文学理论回归性重建的一个重要选择。原因如下：第一，研究文学独特的意义

机制是对文学事实最切近的探讨；第二，对文学意义值的探究包含了几乎所有文学理论的重要视角，具有广阔的开放

性和视野纵深；第三，中国有极为深厚博大的意义论文论的传统。因此，创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可以切中文学事实，

囊括综合中西，传承汉语文论的深厚传统。在世纪性的西化潮流中，中国文论所失落的是对文学事实的穿透、汉语语

感和理论的原创性洞见，建立意义论的文学理论有希望挽回这一失落，重建汉语文论的语感力量。

重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

近年来，学界又显出了一股重建文学理论的冲动①。就学科整体而言，这一冲动可以看作

是中国文论界在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冲击之后向文学理论的返回。可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

的新文学理论方案呢？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由于目前相关的讨论尚未真正展开，本文愿行起步之效，提出我认为重要的一个方向：重

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这一主张基于如下理由：研究文学独特的意义机制是对文学事实最切

近的探讨；对文学意义值的探究包含了几乎所有文学理论的重要视角，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

内在聚合诸理论视角的纵深视野；中国有极为深厚博大的意义论文论传统。因此，创建意义论

的文学理论，具有推进理论认知、囊括综合中西、传承汉语文论传统等多重根据②。

一、方向感：我们向哪里回归？

本轮重建文学理论的冲动，起于文化研究过分否定理论的潮流之后向文学理论的回归③。

就像克莱尔·卡勒布鲁克的追问———如果没有理论，“没有对事物冷静理性的打量，在这个世

界上人类还能留下什么”④？问题是：向哪里回归，或者说回归的方向感在哪里？

西方人的方向感是大体明确的。在特里·伊格尔顿那里，回归是要重新回到被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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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了的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宏大主题；在阿曼达·安德森（Amanda Anderson）

那里，回归是要回到意识形态批评与自由主义美学的结合；在卡勒布鲁克那里，回归是要使理

论之后的理论“具有一种更强有力的形式，以便能够在那些理论缺席的地带展开思考”⑤；在布

鲁姆、乔纳森·卡勒、辛普森等人那里，回归则是要回到“重申文学的核心地位”⑥。他们的回归

不是简单的恢复，对文学研究来说，其回归指向大约有三项或明或暗的指标：以文学为核心，

即便是切入时代政治的宏大主题，也是以文学为扭结核心的关注———这是针对文化研究；全

面吸收结构主义、语言学转向以来的成果，抛弃在语言学转向之前思辨美学或认识论的研究

模式———这是针对自语言学转向以来现代英美文学理论的学科知识积累；向整个社会领域敞

开，深度植入后现代以来对现代性危机批判反思的立场和成果———这是针对形式主义文论。

此即所谓“理论之后”指向的更晚近的含义。在文化研究的种种弊端显露之后，西方人表现出

一种重新向文学理论回归的倾向。而以文学为核心，吸收结构主义以来语言学转向的成果，向

整个社会领域开放，这三点共同决定了西方人向理论的回归不是要回到诸如德里达、波德里

亚或德勒兹等人的“大理论”（grand theory），或者干脆回到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而是以文

学为本位，收摄一切自语言学转向以来包括新历史主义、批判理论、文化研究等等在内的现代

文论的主要理论成果。所以，西方人有理论回归的方向感：他们既要追求文学理论以文学研究

为核心的规范性知识积累，又要保持对社会现实的开放性和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力量。由此可

见，这是一次文学理论在更高程度上创新的努力，其方向感和学术品质值得我们深切关注。

那么我们呢？当然，事实上对于我们，“理论之后”根本就不存在。那种打通各个领域的福

柯或德里达式的大理论，在中国从未真实地存在过，文化研究也还处在部分中青年学者的试

验阶段。我们根本就没有在大理论之后否弃理论、而后又回归理论这回事。那么，我们的文学

理论的重建，其针对性是什么呢？我们的方向感究竟在哪里呢？

中国的情况更复杂，因而文学理论创新性重建的要求其实更高。原因如下：第一，西方自

语言学转向以来的文学理论在中国从未真正地扎根，我们的理论由于受政治的决定性影响，

一直以来的主导范式是反映论、审美主义和中国式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文学领域的推演。因此，

我们面临一个文学理论知识品质的现代性和规范性问题。第二，现代性反思、后现代主义、文

化研究在中国语境下与在西方语境下有着迥然不同的针对性，这些针对性一言以蔽之，就是

中国具有对政治现实和社会正义更为强烈的关注。这一关注显然必须收摄在新的文学理论之

中，以保持文论的开放性和照彻现实的能力。第三，中国的文学理论还必须收摄中国文论的悠

久传统，使文学理论具有纵深的历史感和汉语言述的语感力量。因此在今天，中国的任何一个

企图与时代同步的文学理论方案，除吸取西方人理论回归的几大要求之外，还要有中国独特

的理论立场和语境化要求。简言之，要有现代性、开放性和本土性。而这差不多就是那句老话：

“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要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及批评立场，吸收中外文论的经典成果，尔后

融铸创新。

那么，究竟哪一个视野、哪一种理论可以达到这一要求，同时又能够免于余虹所说的“一

锅煮”、“大杂烩”的弊端呢⑦？历数种种理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最有可能担此重任。下文分述

三个理由。

二、意义论文论的位置

第一个理由：研究文学独特的意义构成和机制是对文学事实最切近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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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意义事实。所谓“意义事实”，在此有两层含义：第一，作为一般的

意义事实，文学是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的统一体。用阿尔弗雷德·舒茨的话说，“作品的客观意

义”包含着“‘总是能再一次’的理想性质”，它既独立于创作者及当初创作时的语境，也不等于

阐释者对作品文本的理解。“在理解主观意义以及理解纯粹客观意义之间，有着基于社会世界

的独立结构而来的一系列的中间阶段，这个结构包括周遭世界、前人世界、共同世界与后人世

界。”⑧相对于主观意义的时间化，理解带入了多种时间因素的聚合。一部作品，是该文本在诸

世界的关系联络中关联于所有意义理解、意义实现的总和。因此，文学是一种社会性、公共性

的关联性存在，不仅仅是心理事实（“主观意义”），不可还原为阅读文学或文学写作的意识行

为。不管是作家的意向表达，对社会的反映，还是读者的理解，都只是文学作为意义事实的局

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说，文本“带有遗嘱的性质”⑨，文学一创作出来就脱离了写作的

原初语境，它“不属于任何意义上的主体”⑩。写出来的文本像明信片一般散播于社会，既在时

间之中，又在时间之外，具有通过理解进入历史与文本之符号性持存的双重本性。一方面，文

本依靠意义实现即主观的被理解而进入历史，发生着意义的活化、扩容、延异、对文明史的复

杂构成和影响；另一方面，写下的文本又是一个客观的、在时间之外的符号书写物，具有独立

于作者和读者的理解阐释而存在的客观意义，不管时间如何流逝，它依然保持原貌并具有“绝

对的可读性”。我们今天读到的杜甫的诗并不与唐代有什么不同，它就是那个唐代的杜甫写下

的原诗。自杜甫写下之后的任何时代，杜诗都可以其书写物“原诗”的客观意义样态而供人欣

赏。书写的客观性使文本成为一个永恒横亘于时间内外、历史内外的心物实体。这便是意义不

同于心理经验的特殊性：意义是语言共同体公共和“等待”的意义，只要文本还能被理解，意义

就是我们大家的意义。由于文学不是实用产品，如此这般散播的活生生的意义总体就是社会

的文学生活。对于这个层面的文学，我们还了解得很少。

第二，作为一种特殊的意义事实，文学是专为意义体验而创造的话语文本。在形形色色的

人类活动中，唯有文学将林林总总的人生际遇、命运、情爱、价值等经由想象和语言的创造、提

纯、汇聚展示而供人分享。文学是意义体验的专门化。这是作为意义活动的文学区别于其他言

语行为的显著特征：其他言语行为的目的实现于“言外”，文学的目的就实现在“言内”。一首诗

的价值就是诗带给人意义体验的动人和启示，一部小说的价值就是小说带给我们摄人心魄的

领会与沉浸。而这就是文学活动之意义向价值的直接生成：它不外假于其他价值，在文学，意

义的体验就是价值。由此就决定了，在文学中“言内”与“言外”具有一种不同于日常语言的结

构倾向：言外的意指总是倾向于向自身返回。这就是雅可布森所谓“文学语言的自指性”輥輯訛。体

验的需要决定了文学语言总是倾向于自我突出。日常语言以言外的行事效力为目的，文学则

倾向于突出意义本身。“它让信息本身———它的具体性、可触知性、可潜沉性等等凸现出来，从

而造成涵义的丰富、不定和直接感受的空间。”輥輰訛这一自我突出的倾向体现为文学在文本内部

诸结构要素上的一系列特殊性：什克洛夫斯基所谓的“陌生化”，雅可布森论“文学语言的诗性

功能”，哈维克斯论“诗歌语言的区别性特征”，托多诺夫的“内涵性讲述”，罗兰·巴特的“第二

含义系统”，退特的“内涵意义”，布鲁克斯的“反讽诗学”，韦勒克的“语义杂多”，罗曼·茵加登

的“拟陈述”，塞尔的“不带欺骗的伪言语行为”，奥曼的“伪述行”，保罗·德曼的解构修辞论等

等，所有这些名家所论，实际上都揭示了文学意义不同于日常语言意义的特性，确证了意义体

验在文学活动中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

文学作为意义事实，决定了意义论在文学理论中的根本地位。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说：“不

管哪种文学理论，它都应该关注语言生产意义和价值的力量。”“如果要为作为文化产品的文

重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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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形成一种理论的话，那么这种理论就必须关注文学作品是怎样用语言来改变历史、社会和

个人生活，也就是说，关注文学作品生产‘意义’和‘价值’的方式。”輥輱訛文学作为意义事实，决定

了研究文学的意义机制和构成是对文学事实最切近的探讨。一直到今天，绝大部分的文学论

观都仍然着力于对文学外部功能的研究，但是，如果这些研究与探讨文学独特的意义机制和

构成无关，就可以说对文学最切近、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做。语言学不关心意义的体验价

值，但文学理论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人对意义的体验和要求；逻辑学不关心意义形态的多样

性，但文学理论最重要的就是探索丰富多样的意义形态与人生意义的转换关联。我们无法说

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或存在论就是语言论，但它毫无疑问是意义论；我们也无法说现象

学文论是语言论，但是它毫无疑问是意义论。我们无法将人类所有的玄思、想象、感觉、直觉、

意味、意象、领会、神话、梦想划归于结构语义学、逻辑意义论，但作为语言表达物，它们毫无疑

问是意义论的范畴。既然文学是以意义体验为目的，当然就应该以意义体验的有无、动人、精

微、深度、生动、充沛、创新等等为有效的意义意识与意义构成。在学术的意义上一个深刻的表

达，在文学的意义上可能是空洞，就正如在语法意义上一段晓畅的话语，在诗意品质上可能毫

无价值，在逻辑意义上一个强有力的论证，在文学的意义上可能一无所有。这就表明，普通的

实用性语义或逻辑意义并未直接构成文学，文学意义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特殊构成，或者说，

文学意义是另一种不同于逻辑意义和语法意义的意义形态。在这里，语言的工具性意义与语

言的诗性意义之间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转化关系。要有文学意义，总要有起码的语法意义

和逻辑意义，后者是文学意义存在的前提。关键在于，在文学中，话语之“所说”是为了建构意

义的体验而存在的，及物的言说反过来是为了建构言内的意义体验。因此，所谓“以文学为本

位”的研究，就是以意义体验的特殊构成为本位的研究。这就决定了：文学必须要以意义的创

造性体验为根据来打破日常语言的工具性宰制；语言的工具意义要反过来成为建构文学意义

的手段；作为文学研究的文学意义论不是语文学或逻辑学的意义分析和推演，而是以真实拥

有的意义体验为根据的意义确认、阐释和分析。索绪尔说，意义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连接，但

是在文学中，这一连接并不意在指向对象，而是通过所指而倾向于向能指、向连接之意义内容

自身的体验性返回。胡塞尔说，意义是意识者对感觉质料的意向性统摄，是“被意识者借以被

意指的规定内容”輥輲訛，但是在文学中，对被规定性内容的了解、认知并不是目的，借此认知而对

“含义充实”的诸感觉质料及其意义统摄内涵的吟咏和体验才是目的———可见，把握文学意义

需要一种不同于认知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结构语义学的特殊研究。作为专门为意义的吟咏、

体验、领悟而存在的话语文本，文学意义的构成因素要比结构主义所说的“文学性”，新批评所

说的“复义”、“反讽”广阔得多。在文学，作品中的一切可感性因素———一段传奇，一个笑话，一

个隐喻，一片情境，乃至胸襟、意象、想象、观念、人生情绪、蕴藉幽微，乃至对现实的揭示、反

映、批判等等———都是意义体验的内容。当它们通过文本独特的话语机制而让读者的注意力

焦聚于意义体验，而不是以言行事的时候，就变成了文学。据此，我们才可以理解，同为话语文

本，文学的讲述与其他政治、道德、科学、历史的讲述究竟有什么不同，也才可以解释有些及物

的讲述为什么同样具有文学性。比如回忆录、游记、历史故事，当它们意义体验的价值凸显并

大于实用价值的时候，它们就变成了文学。

由于缺乏对文学意义论强有力的理论奠基，在学科意识上文学理论独特的研究对象和领

域一直未能真正确立。许多所谓文学研究实际上离文学事实很远，一些文学学者实际上对文学

的意义构成和精神价值漠不关心。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学科，文学理论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

对象和领域，以此为根据，它才可能形成自己可以反复研讨、继承和推进的规范性知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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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学作为意义事实的本性，确定以文学意义论为研究重心，可以有希望让文学理论真正

“面对文学事实”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知识传统，并沿着揭示文学真相的道路一步步往前推进。

三、文学意义论研究的思想聚合与视野纵深

再看第二个理由：对文学意义相关性的研究包含了几乎所有文学理论的重要视角，具有

打通文学内外的广阔开放性和内在聚合诸理论视角的纵深视野。

不应该有一种理解，认为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就是像结构主义、新批评一样，仅仅是对形

式或所谓文学内部“美学肌理”的研究。意义事实的本性注定了文学的特殊性无法构成文学孤

立于生活世界的理由：既然是供人体验的意义，就必然包含着人生的解放、激发、肯定、提升、

感慨、吟咏、命运感等等的价值内涵。意义的体验性要求决定了，文学意义不可能从人生的价

值关怀和与生活世界的血肉关联中分离出去。哈贝马斯曾经借毕勒的语言功能图式将意义理

论的展开分为三个方面：意向语义学、结构语义学和实用语义学（晚期维特根斯坦）。孤立地

看，每一个意义理论视角都抓住了文学意义的某个维度，但是综合地看，实际上“语言表达的

意义与（a）语言表达的意图，（b）语言表达的内容，及其（c）在言语行为中的使用方式之间存在

着三重关系”輥輳訛。所谓“意义”即是这三重关系的聚合。因此，文学意义论除“言内”的意义形态之

外，还必然包括对文学意义的源泉、文学对世界的意义效果以及对文学意义的理解等方面的

研究。准确地说，文学意义论的“以文学为本位”并不与“言外”的意义相割裂，而是关注一切意

义如何向着“言内”意义的转化、组建和自由创造。文学意义组建的特殊性在于：“言外”在一种

独特语态的作用下转化成了“言内”，经由此转换，它既阻断了与言语者实用语境的捆绑性关

联，又与言外的世界秘响旁通。通过这种独特的扭结，文学将整个生活世界的意义纳入了专门

化的体验性语言通道和程序。

一直以来，各文学本质观的视野综合都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从模仿说、表现论、再现论

一直到文化研究，各种理论各取一隅，呈现出各理论视角之间固化、分裂的特征。在这些论观

的局部视野下，一个统一的文学事实实际上是分崩离析的。可是从意义论看，诸种主义之间的

关系则完全不同：它们就像一个多声部的和声，围绕着文学意义的总体构成而形成文学理论

考察的复杂思想谱系。文学是一个以文本为扭结、可以无数次转换为意义经验的社会诸因素

的中介联系系统，与此相应，各种考察文学的主义（不同的文学本质观）实际上是对该规则织

物（文本）的意义值的限定性分析和确认。当然，它们所确认的未必都是从文学、从审美出发的

意义。它们可能绕开种种问题，但是有一个环节无法绕开：必须断定文学文本的意义值，即必

须有关于“文学的意义等于……”的认定。这是文学理论诸种主义的实际效力之所在。从这个

角度看，诸文学本质论的分布景象与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所揭示的诸文学理论的视点谱

系非常不同。大要而言，种种主义曾经把文学文本的意义值确认为：1. 情绪符号（表现说、情感

说、直觉说），2. 无意识内容（精神分析说），3. 意向性内容（现象学），4. 意识内容（认识论、心理

批评），5. 社会意识（镜子说、反映论），6. 意识形态（批判理论），7. 集体无意识（荣格、文化诗

学、人类学），8. 独特的语义类型（语义学、语义批评），9. 审美意象（意象派、意象批评），10. 独

特的语义结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述学），11. 特殊的精神类型（精神哲学、德国浪漫派哲

学），12. 审美经验（康德、审美主义者），13. 精神的自由创造与意义的延异和散播（解构主义），

14. 戏剧行为（言语行为理论），15. 读者反应（接受美学、阐释学、读者反应批评），16. 意义的政

治学（文化研究）等等。其中，每一种主义所给出的意义值实际上都提供了一个关于文学是什

重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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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的解答，因而也都有它们考察文学意义的视野构成、分析理路和要予以突出的文学意义质性

的某个方面。由此，也都构成了我们阐释文学的某种思路。由于活生生的文学是一个在经验状态

下混整的意义世界，无论说文学的本质是什么，都意味着对文学意义值的某种断定，不管称这种

意义值为“属性”、“特征”、“内容”还是“本质”、“本体”等等。因为说到底，文学无非是一种意义

事实而已。当然，这也就决定了各种文学论观实际存在的价值：提供了一种阐释文学意义的路

径。除此而外，我不知道关于文学的本质或质性还有什么解答，或者可能有什么其他的解答。

这样，从意义论的视野来看，关于文学研究的诸种主义，其所涉的意义值实际上是在三个

层面上解答：心理世界、社会世界、文化世界。这一点与前引哈贝马斯对意义理论的总结高度

一致。意义的三重关系与文学理论诸主义对文学意义值的理解高度对应：语言表达的意图对

应于心理世界，语言表达的内容对应于社会世界，言语行为的使用方式则对应于读者理解或

文化世界。借用海德格尔的说法，这三个世界的一体性展开共同组成并归属于存在的世界性，

它们共同承担着对文学意义的复杂揭示。其中，每一种揭示都是意义内涵的某个面向，而使这

些揭示的视野得以成立的源始状态，就是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对它的现象学解释即解

释文学在我们这个世界中的“存在论意蕴”。由此，文学的意义便具有了通向生活世界总体性

解码的意涵和通道，文学意义经此纵深挖掘和打量，它与生活世界诸方面的关连和转换便通

达明晰起来。所以，意义向来就不仅仅是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符号连接或皮尔斯所谓的“解释

项”而已。这也是为什么海德格尔说，世界不是诸自然事物的外在堆积，而是一个由语言建立

的存在之家：因为世界是一个意义展开和充盈的整体。

于是，通过与其他种种主义之间的联系，我们终于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意义论背后的视

野纵深：

第一，从意义论看，各主义视野之间的打通顺理成章。如前所述，各种主义所涉的意义值

是在心理世界、社会世界、文化世界三个层面上解释，它们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

大。实际上，历经历史淘汰之后流传下来的几乎每一种主义都切中了文学意义值的某一个层

面，因而其分析理路在其所涉的角度看是有效的。比如再现论，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表现论、

审美论重新崛起之后，很为一些论者所不齿。可是你看金圣叹用之于明清小说的点评是何等

通透有力。每种主义在其所属视角范围内的阐释效力是其他视角无法取代的，否则它就不可

能成为一个经久流传的理论视角。

进一步看，各种主义的意义分析只是占了文学意义值的某个维度，它们就像光谱里某一

色系的光波值，只是在某个波长范围内有效。比如，属于心理解释的包括无意识、情感、意识、

社会意识、意向、意象等，这些解释组成了文学意义心理解释的理论谱系。心理维度的意义论

在总体上是意向论的意义观，它揭示意义的心理表达、理解、体验及其形态。我们既不能否认

文学的意义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心理内容，也不能说文学的意义就等于心理表达，因为此外它

还有道德政治含义、语言规则含义的公共性内容，乃至对人生意义、世界真相的某种揭示等

等。除意向论的意义视野外，还有语构论和语用论意义视野的广阔谱系。这样，整全的意义论

视野就成为诸主义视野的总和：整全的文学意义论就是打通诸主义的视野之和。它既能收摄

各种主义，又能确认每一种主义的适用域和局限性。属值于心理世界的各种文论的差异是解

释心理意义的不同层面，一如属值于社会世界的各种文论是揭示社会含义的不同层面，属值

于文化世界的各种主义是揭示文化意义的不同层面。

再进一步看，从意义论我们还可看到诸种主义之间究竟如何包容贯通。从心理世界、社会

世界到文化世界，不同理论的意义分析视野呈现为不断扩大、贯通、融入的边界延展：再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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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必然包含了表现的内容，意识的内容必然包含了无意识的内容，社会世界的内容必然

包含了心理世界的意义内容，文化世界的内容则必然包含了心理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内容等

等。心理维度具有理解整个意义谱系结构的奠基作用。最终，说到底，这样的包容含纳具有意

义层次整体构成、相互转化的结构自明性：不仅所有这些内容都只是文学意义的不同层面，更

重要的是，对于意义而言，只要是社会的，就一定包含了心理的，只要是文化的，就一定包含了

社会的，包含了世界整体的意义构成。

第二，由于各主义视野之间的打通，许多关于不同文学理论视角立场之间的纷争也可以

自然化解。比如维姆萨特对“意图谬误”（意向批评）、“感受谬误”（感受批评）与文学本体（结构

有机体）之间的分野与排除，解释学的意图论（赫斯）和效果论（伽达默尔）之间的纷争，德里达

与哈贝马斯、胡塞尔之间的意义真相之争，批判理论与结构主义之争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打

量意义而各执一词的结果。事实上意义原本就包含这些层次，是这些不同视角面相的总和。

第三，关键是，正如前文所述，上述种种主义所显示的联系面、所揭示的意义都是综合性

文学意义构成的基础，因此反过来，它们所勾连、所揭示的意义恰好显示了文学意义的关联深

度：供人体验的文学的意义并不是非现实、非人间性的别种意义，它就是来自生活世界诸领域

的意义向人生意义体验性的再创造、再生产。文学与生活世界中的诸意义联络的差别仅仅在

于，它以一种独特的、专门供人体验的方式，将这些意义提取、凸显、高扬、想象性地再创造出

来。此即前文所言，文学是人生意义之体验性聚集的专门化和专题化。所以，文学的审美意义

并不是孤立绝缘的形式化意义，而是体验性意义向社会、心理、文化意义的纵深的承纳、集结

与敞开。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较深入地看到以文学为本位的意义论与上述种种主义之间的区

别、联系与转换。这些主义中的大部分对意义值的确认都不是以文学为本位的。因此，一个重

要的环节是对这些意义与以文学为本位的意义之间的差别转换的研究。先看差别。依据前述，

可以说古往今来，凡是对文学性、诗性功能、文学叙述、审美特征、诗意特性的描述都是对文学

意义特殊性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凸显了文学意义与工具性、实用性

意义的区别，但是，有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并不明了：如果文学的意义指向是非工具性因而是

无用的，那么，人类需要文学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在本文看来，这是关乎文学精神的根本之问。

这一问实际上也是文学语用学研究所面对的难题：我们在逻辑上就无法确认一种无用之用。

这也是言语行为理论无法取代文学意义论的根本原因：取消了意义体验，我们就无法确认文

学究竟是一种什么言语行为輥輴訛。而直面这一问题，恰恰是文学意义论视角的根本价值之所在，

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直接显明了一个生存论事实：人是意义的动物。人之于意义并不像胡塞

尔所说，仅仅是“为了求知的需要”，而是人作为一种超越性存在的生存论需求。钟嵘说，诗“照

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輥輵訛。毫无疑问，人是需要意义体验和照烛

的。一如海德格尔的名言，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人生的诸多情形、幽微唯有文学才能够“照

烛”、“昭告”，爱情、心性、美感、神圣、蕴藉幽微乃至人生的意义感等等：“凡斯种种，感荡心灵，

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輥輶訛这种独特的意义建构、揭示及其在体验效果上的感

天动地，为文学所独有。文学的根本功用就是人生意义聚集和呈现上的建构性和穿透力。这样

一来，差别就显示出来：文学意义是专门为人生提供意义的体验性供养而转化、聚集和创造的

意义。就像萨特所说的，文学是人在现实之外为意义的自由体验开出的排排天窗。非文学性意

义则是语言的工具性意义，它在文学中意味着为文学性意义奠基、充当意义源泉并通过一种

独特的语言机制向后者转变。

重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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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文学意义与工具性意义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已经显明了它们在文学总体意义构成中

的作用、关联与转换。在一个整全的文学意义论的视野谱系中，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更有效地

展开为一系列关于文学内外意义转换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并最终将诸视角之间的转换内在地

引向对文学意义特殊性的考察。这些考察包括：1. 文本与社会之间的意义转换，所涉及的是文

本的意义创新与其所摄入的文本间性、社会世界的意义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所谓“影响的焦

虑”、“伴随文本”、“模仿论”、“反映论”、“继承与创新”等实际是这一层面的问题展开。2. 意义

形式与意义要素分析之间的转换，包括形式论与意识形态论、心理学与现象学、文本论与文化

研究、存在诗学与新批评等等作为不同意义论的转换融通。3. 上述诸层面具体展现在意义形

态上各环节的现象学研究：文本符号、意义实现、意义充实、意义状态（价值品相）、意义叙事、

意义化、意义政治、意义操纵、意义场域、意义层次（言、象、意、道）、意义机制、意义体验（味、

品）、诗意、意向、意趣、言外之意、意义境界等等———就文学研究整体而言，上述各个层面是通

向意义构成和形态的研究和阐发的。随着意义论研究的深入，各层次的研究最终必然通向对

文学意义特殊性的研究。诸理论将最终走向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意义论并为后者奠基。因此，

文学意义论天然地与其他种种主义内在相连，或者说文学意义论视野具有其他理论视野很难

具备的对诸理论的收摄、聚合与解释效力。

四、中国文学意义论传统及汉语语感力量的重建

最后，第三个理由：中国古代有极为深厚博大的诗意论传统。诗意论（含“以意论文”）是最

了然明白的文学意义论，是地地道道中国本土的原创诗学。由于发之于中国原创，它与汉语的

内在质感和思维机制高度融合，具有汉语文论所特有的语感力量。因此，重建文学意义论，可

以有效实现中国古代文论向现代文论的转化，有助于实现中国当代文论汉语语感力量的回复

和独特知识品质的重建。

中国上古时代即有极为突出的意义论传统。与古希腊以模仿为核心而关心史诗、哲学和

世界的关系不同，意义研究是中国自先秦就得到突破并一直保有的思想传统。这与西方在现

代语言学转向之后才将意义问题展开为一个普遍性思想领域迥然不同。墨家的名学（名实之

辨），法家、黄老的“循名责实”，老庄、易经的“言、象、意、道”之论，儒家的“微言大义”、“诗教”

之论、“言近旨远”，纵横家的“飞钳”、“捭阖”之术，几乎所有各家各派都卷入其中的论“辩”之

战和在政治外交中广泛出现的以《诗》进言等等，都表明在先秦时代，“言”与“意”的关系考量

是诸子百家众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这种意义论在人类文明史上极为早熟的突破，可能与

先秦时代士阶层的命运密切相关。春秋战国之际，从社会大动荡中分化出来的士阶层面临着

“无以为衣食业”的困境，而以谋略辅佐、聚徒讲学为生存的出路。他们的游说、进言、著书立说

和以研习兜售王道论为核心的教学，无不十分突出地面临着一个语言表达意义控制的策略问

题，因为他们的言说和研究的企图是以一说动君王。这一潜在的君臣对话意识笼罩了除庄子、

杨朱学派而外的先秦诸子、学派、养士和谋士阶层。不管是不是真的面对着某一位王，诸子们

的言论、学说都潜藏着一个恒久的听话对象：君王。“王者”、“人主”、“人君”之称在先秦的著作

和言谈中大规模出现，表明这一背景意识已经收摄为各家各派思想展开的内在语境。君臣对

话的独特语境结构，决定了他们要对各类言谈的意义及其控制技巧展开孜孜不倦的研究，由

此形成中国极为发达的对意义表达及其进程高度控制的谋略修辞论传统。不管是“名实之

辨”、“循名责实”、“微言大义”、“温柔敦厚”，还是“说难”、“孤愤”、“言近旨远”，或者是占卜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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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中的“言象意道”，纵横家的游说之术，后世儒生反复标榜的“赋比兴”，都可以窥见这种独特

语境结构关系压力的阴影輥輷訛。比如“赋比兴”在先秦是一种君臣之间以《诗》行谏的言语行为。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孔颖达疏：“人

臣用此六义以讽喻箴刺君上，……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君

臣间权力格局的巨大压力使进言者不得不乔装改扮，将美刺进言改为唱《诗》，否则就可能有

杀身之祸。所以郑玄疏：“风刺……谓譬谕不斥言……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主文，《诗》

辞美刺讽谕。”輦輮訛郑玄的话很好地解释了“讽谕”如何使言谈的意义形态及结构变形。

魏晋之际，中国的意义论思潮发生了从普通意义论向以文学为本位的诗意论的推进转

变，对意义表达作为手段的考量此时转变成对文学意义特殊性的追求。至此，先秦深厚的意义

论传统终于突变为极富特色的中国文学意义论。中国文化的智慧形态发生了从王道论背景下

的谋智轴心向以人生意义追思为目标的灵性圣智的时代大转型，意义关切从政治语用向审美

语用、人生意义追思的突破性转变是这次转型的核心。

这一转变有两个标志：其一，是用“味”来表述对诗文、绘画、音乐的意义效果的把握分析。

“味”是领受性的，它意味着理解本身构成了享受。它因此也从直接的理解享受而非功利性价

值来评价诗文。这一点到钟嵘就已经十分了然：“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

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味”是从诵诗者价值体验的角度来讨论意义

的。“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

止泊，有芜蔓之累矣。”輦輯訛这里的各种意态都通向“味”并以“味”为衡量取舍的标准，或者说“味”

就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意”。从心理品质来分析，“味”比认识、评价更主观，它基本上可以归结

为一种体验性的意蕴内涵。但是从古代一直到今天，“味”都是中国人评价诗文乐舞画是否具

有“诗意”的重要标准。一个文本的意义效果如果“味同嚼蜡”，就不能以“诗”视之，因为它缺乏

“诗”的基本意义品质。关键是，从直接审美享受的角度来论诗文的意义，在魏晋已经成为一种

普遍的时代倾向。经验“味”的活动方式就是自先秦以来古人就津津乐道的“品”。“品评”在魏

晋成了一种时尚。诗品、品评人物、品评文章与谈玄论辩、放任自然、书法、绘画等一起成为意

趣追求的文化样式。清谈从避祸的手段转变为高谈阔论的聚会方式，玄学从功利之学变为非

功利的意义追思，自然从避祸的居所变为“隐逸”，绘画从画像变为“畅神”（宗炳），诗歌从“言

志”扩展到“缘情”（陆机），书法从文字书写发展到“意在笔先”（卫夫人）等等。在这种整体性的

文化转型中，诗文的意义内涵于是从政治语用的意义要求向文学性、审美性的意义要求转变。

其二，批评史论中出现了“以意论诗（文）”的命题。陆机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

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

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輦輰訛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以“意”来论文之创作。

南朝范晔提出文“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輦輱訛。曾祖荫认为这“是文意论

最早的雏形”輦輲訛。因为在这里，“意”已成为文章创作和表达的核心，而前此（两汉）似乎是“文气”

之论占主导。至齐梁，刘勰非常突出地将“意”在文中的地位推到了极高：“至于思表纤旨，文外

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片，

其微矣乎!”輦輳訛刘勰甚至提出关于文之意义的特殊性、微妙性的“隐秀”之论：“隐也者，文外之重

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

会也。”輦輴訛某种意义上，整个《文心雕龙》的内在逻辑都与以意论文的潜在思绪相关：正因为为文

之“意”如此玄妙、深微，有如此重要的承担（“原道”、“宗经”、“征圣”），所以才要有“养气”、“情

采”、“神思”、“风骨”等等。紧接着，便是前面提到的钟嵘的“诗味”说在诗意论中的突破。《诗

重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

13



文艺研究 2016年第 3期

品》开创了一个以意论诗、追思诗意特殊性的典型的中国式文体模型：先有《序》，以揭示诗意

独特的“昭告”、揭示之功，将诗意的价值特性追索至“味”，阐述诗意之于人生的意义，并探索

如何做才能到达“诗之至也”：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故诗有三

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有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

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輦輵訛

《诗品序》通篇都在讲诗意的特殊性，探讨如何达到这种特殊性的通达道路。在此基础上，钟嵘

进而论述各种诗意的质态、品相，为这些品相提供相应的实例，然后，以此为根据，将诗意之论

落实到史的具体研究———对前此的诗歌（人）进行等级分类（《诗品》）。钟嵘以意论诗的方式开

了后世各种各样的诗品、文品、赋品、画品、字品乃至诗话、词话等融论、品、史为一体的文论文

体之先河。自此以后，从唐宋一直到清末，以意论文（诗）、论书、论画、论曲等等在中国文论中

有极为广阔的展开，几乎占据了中国文论的主流。在这一背景中，在先秦作为曲折进言手段的

意义考量，比如“赋比兴”、“言近旨远”之类，此时终于演变成了对含蓄蕴藉、余味曲包、不尽之

意、味外之旨等等文学意义特殊性的美学追求。

实际上，中国的诗意论发展到唐代（皎然、司空图），其入思取向的三个角度就已经大致确

定下来。它们是：1. 从言意关系的角度分析诗意的特殊性，分析的重心是诗意构成的复杂性、

多重性、微妙性。以言内言外、复意重旨、有限与无限、言与道、虚与实、直接与间接等等关系的

探求为思路的具体展开。具体到诗言上，开此路分析先河的是《文心雕龙·隐秀》。“不尽之意”、

“言有尽而意无穷”是这一分析视角的最高价值指标。2. 从意义理解的体验性特征来把握诗言

意义的特殊性，思考的重心是“味”。有味无味，味与理、与道德教化、与知识陈说的分野，味之

浓淡、深浅、远近、高下，味的直接性与间接性，味的自然与雕琢等等关系的探求为思路的具体

展开。开此路先河的是钟嵘的《诗品》。“品”不仅成为一种活动方式，而且成为中国论古代诗意

之有无的基本价值尺度。各种诗品、词品、画品、书品、诗话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的著作主体。围

绕各“品”的分析、品鉴，如何出诗意、上品级的修炼、养气和技法，围绕上述种种而来的故事、

事例和典故成为中国文论体系的独特知识构成。“闻之者动心，味之者无极”是这一分析视角

的最高价值要求。3. 从意义的整体性即意态直观来把握诗言意义的特殊性，思考的重心是意

义境界。境界之整体与局部、形上与形下、可说与不可说，心境与物境、情思与景物、意味与境

界、意象与成境、大境与小境、虚与实、静与动、空与不空、远与近，雄浑、自然、豪放等各种境界

之风神品位等等为思路的具体展开。开此路先河的是皎然的《诗式》。浑然成境、“莹彻玲珑”、

“境界全出”为这一分析视角的最高价值标准。同时，这三种路向又以意态直观为轴心相互关

联、相互转化并互为支撑。

与西方现代的文学意义论相比较，中国传统的诗意论、文意论不管在哪一个路向上的探

讨，都显示了一种独特的思想推进和深度。无论是它所开创的思想道路之独特，还是其所达到

的深度和广度，都远非现代西方的文学意义论所能取代。由于中国古代没有“心”之言域的分

析性演进和高度分化，思想背景上没有对意义内容的反思性分析和确认，观念的语义分析没

有成为传统意义论的基础。古代中国没有产生“真理”的概念，也没有认知、情绪、意义的严格

区分。因此，意义论从政治语用向一般意义论的提升、再向审美语用的过度，都不需要回到对

认知意义、逻辑意义的分析作为视角转换的基础。在中国古代，不仅情、志、旨可以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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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韵”、“境”、“入神”等也都是“意”，甚至对于诗而言，它们是比“知”、“识”、“见”等

更为重要的“意”。对道家文论或以禅喻诗而言，它们比“知”、“识”、“见”等更接近“诗道”，乃至

是“诗道之极”，“至矣，尽矣，蔑以加矣”。仔细分辨，在不同的语境中，古人所说的“意”主要有

三义：1. 在表达和被表达的关系中，“意”是被传达的“旨”（心志、胸怀、情性、意图、意向、情思、

意绪等）；2. 在理解和被理解的关系中，“意”是与符号的言、象、形相区别并笼罩和决定后者的

“意”（意义、涵韵、兴寄等）；3. 在揭示和被揭示的关系中，“意”是通向并显示宇宙内在性的精

微之意（深意、玄意、道，不尽之意）。然而此三者在论述中又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这就注

定了，中国古人主要是在一种对文学作品的意态直观中整体把握文学作品的意义。正是这一

方法，使中国传统的意义论精神与现象学直观高度契合，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诗意论充满

了现象学精神。叶燮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

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

之境，所以为至也。”輦輶訛这段话切中了诗言意义状态的特殊性。叶燮之所以能抓住这些诗意形态

的特征并不是源于对象性的逻辑分析，而是源于他对诗歌意义的体验性直观。由于文学意义

的审美本性，把握文学的意义特殊性并非逻辑或语法的分析所能奏效，意义体验的反思性直

观差不多是迄今为止人类能够真实把握文学意义的唯一方法。对此，中国传统意义论有极为

深刻的领会，所谓“诗无达诂”、“说诗者死”即就此而言。而我们看到的许多论述诗意状态的范

畴，如“气韵”、“风骨”、“情采”、“隐秀”、“滋味”、“神韵”、“境界”、“豪放”、“雄浑”、“自然”、“婉

约”、“清丽”、“高古”、“纤侬”、“飘逸”、“言近旨远”、“词约义丰”、“不尽之意”、“韵外之致”等

等，无不呈现一种鲜明诉诸审美直观的意义把握，充满了汉语语词“象思维”的质感。

但是，这一极为深厚的思想传统在中国现代文论中几乎没有体现。中国文论的危机逐渐

显现为一种西学东渐的失落：在中西知识谱系的全面替换中，我们的文学理论丧失了汉语言

述的语感力量和内在通达文学事实的能力。由于不是从内在的意义领会去把握，而是概念先

行，用从外部移植的理论去肢解作品，我们的文学理论实际上远离了汉语语感原创的血肉，逐

步形成通达文学内部的能力、理论原创力和汉语语感力量之三位一体的深重失落。因为缺失

意义论视野，古文论中许多基于诗意直观的命题都曾经被文论界斥之为“比附性思维”，很多

范畴曾经因为“概念不清晰”而被争执不休，绝大部分富于汉语原创语感的古文论概念被现代

文学理论排除在外。如果从对文学意义的现象学直观去理解，我们可以看到，恰恰是这些“不

清晰”的概念包含着对文学意义质态某个方面极准确清晰的揭示，而今天我们文论教科书上

的那些在形式逻辑上内涵清楚的概念，诸如“形式”、“内容”、“题材”、“本质”、“认识”、“情感”

之类，反倒常常言不及义，离文学的意义本相十分遥远。在现代文论中，我们所谓的“科学”和

“清晰”，常常是将生硬的逻辑知识论、意义分析硬套到文学意义论上去的不合理要求。文论话

语的语感力量是语言直接击中感性直观的能量。一段击中原初直观的话语一定是有语感的，

一段有语感的话一定是原创的，而一段有语感的原创的话之于文学的分析把握一定内在于文

学意义领会的深处，因为它不是从外在的观念逻辑中截取而来，而是如现象学所言“面对事实

本身”，从语言直感的血肉之中迸发而出。就像王国维所说，在丰沛的意义直观中“拈出‘境界’

二字”輦輷訛。这就注定了语感力量、理论原创与文学意义领会之反思性直观三者无法拆解的共生

关系。在谱系构成上，中国传统文学意义论体现为围绕文意、诗意、言意关系的各个范畴、命

题、论断的描摹、洞穿、点评、品鉴、修炼、技法以及围绕上述种种而来的故事、事例和典故所组

成的诗话、词话、诗文评而形成的庞大知识传统……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中国文论对文学意义

的巨大关注，甚至可以说，诗意论、以意论文是中国文论的母题。这就注定了文学意义论在传

重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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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汉语文论、回复汉语文论语感力量上的独特功效：1. 它显示了一种更为直接的以文学理解

为本位创建文学意义论的可能性。就此而言，中国深厚的意义论文论传统具有世界性的理论

意义。2. 它为古今沟通、中西融合奠定了以意义论为坐标而重建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3. 它为

我们创建中国式、民族性的文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转化材料和巨大的历史依据。

一直以来，所谓“中国文论失语症”，所真正触动的实际上是一个汉语理论言述的语感力

量问题。我们深切感受到一味的西学概念和学理移植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汉语文论的直感力

量。汉语诗学所特有的直观、质感和随处可见的诗意洞穿在扭曲抽象、半生不熟的概念移植中

几乎已丧失殆尽。而由此带来的是我们文学理论的原创能力和击中文学事实真相能力的失

落。所以，文学理论向意义论的回归与重建，是后理论时代中国文学理论依托自己的民族传统

而获得独特文化身份的一次历史机遇。由此往前推进，是可以以中国传统诗意论的入思方式

和知识基础为本底，融贯近代以来诸文学论观的广阔视野和批判性展开而创建一个新时代的

文学理论体系的。在这里，我们应该可以有希望重新获得汉语理论原创的语感力量和对文学

事实的深入探究。

① 从文献上看，国内本轮重建文学理论的呼声主要是依据西方“理论之后”的发展趋势而提出来的。比如阎嘉

的《“理论之后”的理论与文学理论》（载《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王一川的《理论之后的中国文艺理

论》（载《学术月刊》2011年第11期）、陈太胜的《新形式主义：后理论时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可能》（载《文艺研

究》2013年第5期）、王宁的《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走向后人文主义》（载《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6期）等。

这些文章的重心不是讨论西方的“理论之后”，而是讨论“理论之后”中国文论怎么办。

② 本文是笔者近年再次撰文正面论述意义论文论的重要性，在行文中我尽力避免与前一篇文章（吴兴明：《视

野分析：建立以文学为本位的意义论》，载《文艺研究》2015年第1期）重复的部分。

③ 所谓“理论之后”在理论意向上其实有两种指向，其一是否定理论的，所谓“理论终结”论和“后理论时代”的

命名是这一意向的表达。比如尼尔·露西的《理论之死》、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理查·罗蒂的知识语境

论（《哲学与自然之境》）一类。其二则是呼唤理论回归的，比如在国内影响很大的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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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

中国艺术研究院编审，原《文艺研究》主编（副局级），离休干部王

波云同志，因病于 2016年 2月 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7岁。

王波云，曾用名王培芸，1928年 9月 16日生，汉族，山东曹县人，

共产党员。1945年 6月参加革命，任第五专区财训班学员；1946年 1月

至 1946年 8月，任复程县财政科干事；1946年 9月至 11月，任第五专

区干部大队学员；1946年 11月至 1949年 9月，任冀鲁豫文工团团员；

1949年 10月至 1952年 10月，任平原省文联编辑；1952年 10月至

1954年 10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文艺处干事；1954年 10月至

1969年 10月，在中国文联任科长、秘书、副主任；1969年 10月至 1972

年底，在天津市静海县文化部干校下放劳动；1973年初至 1975年 5月，

任国务院文化组办公室秘书；1975年 10月至 1978年 12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

1979年 1月参加创办中国艺术研究院院刊、大型综合性文艺理论刊物《文艺研究》。1986年 8

月任《文艺研究》主编（副局级），1990年 8月离休。

离休后被聘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29卷本《中国曲艺志》副主编。中国说唱文艺学会副会长。

长期从事文艺编辑、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等工作。写有论文《浅析〈水浒〉》、《论阿 Q 的典型性

格》、《宋话本的源流及其影响》等。文艺创作有：诗集《黎明的赞歌》；诗歌《渡口》、《喜报》、《沙区姑

娘》、《黄河流水九十九道湾》、《志愿军组诗》；组诗《闽江行》、《山城之歌》、《美丽的西双版纳》、《鲁西

南赞歌》、《黄河岸上的鼓声》、《桑干河》等。

王波云同志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编辑、评论、创作工作，并为之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优秀品德
和业绩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本刊原编辑部主编、优秀编辑家
王波云同志在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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